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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元稹矛盾对中唐文学的影响

杜 学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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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裴度、元稹交恶是中唐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二人由关系相对融洽到关系恶化再到

长庆期间矛盾公开化，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唐错综复杂矛盾的一个

交织点。个人恩怨是矛盾的起点，其背后由于各自所属利益集团不同而导致的政治见解的差

别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其中，裴度与元稹所代表的翰林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以裴度为

代表的主张削藩的力量与以皇帝为代表的“妥协派”之间的矛盾以及以裴度作为资深政治家

与元稹所代表的文士之间的矛盾，是矛盾的焦点。裴度与元稹的矛盾对中唐文学的走向产生

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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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裴度、元稹的个人恩怨

裴度、元稹交往始于元和初期。论年辈，裴度应
是元稹的前辈，二人的出身和经历则有许多相同之
处，政治见解也颇相同。如都出身中下级官员家庭，

都是由科举踏上仕途（裴度进士出身、元稹明经出
身），都曾应制举并以对策高等获得清要职务。二人
早年政治经历也基本上相同：元和元年九月，时任左
拾遗的元稹“因屡次上书言事，为执政所恶，出为河
南尉。”［１］５６就在同一年，时任监察御史的裴度也因为
“密疏论权幸，语切忤旨，出为河南府功曹。”［２］４４１３按
照唐朝重京官、轻外任的习惯，两人分司东台实际上
都是遭到了贬谪。去洛阳的路上，二人同行，应该有
相惜之情。元和四年，元稹任监察御史，与裴度成为
同事。在政治见解上，他们对待权贵、对待宦官都表
现出刚直不阿的态度，也都因此受到过打击；元稹刚
任拾遗时向唐宪宗献《教本书》《谏职》《论事》等表，

为裴度所赞赏，认为“所言当行”。

元和后期，二人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发生了较大
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元和五年元稹在东台（洛阳）不
满一年，便弹奏权贵和宦官数十事，受到权贵和宦官
的报复。后在返回西京长安途中，宿于敷水驿，又发
生了与宦官仇士良争厅事件。在此事件中，元稹遭
到宦官殴打，宪宗包庇宦官，反而将元稹贬为江陵士
曹参军。此后十余年，元稹一直在贬谪地，位沉下
僚，直到元和十年才被量移为唐州长史，随即又被出
为通州司马。这一时期他虽与白居易写诗唱和，在
文坛上声名远播，仕途上却处于低谷阶段，用元稹自
己的话，这是“废滞潦倒”“备极恓惶”的１０年［３］３５３。
相比之下，裴度在朝廷里的政治地位和名望却大大
提高。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被方镇的刺客刺杀后，

唐宪宗提拔力主削藩的裴度为宰相，把削藩的重任
交给了他。在朝廷削藩遇到困难时，又主动请缨到
淮西平叛并于元和十二年平定了叛乱。由于此胜利
大大提高了中央的威望，裴度被晋封为晋国公。

也正是元和十二年朝廷削藩成功，元稹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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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出现了转机。朝廷为了庆祝削藩成功，准许被
贬的官员量移。为了重新获得被重用的机会，元稹
以《上门下裴相公书》乞援于裴度。该书言辞恳切，

不仅提到了他们的私人情谊，还提到了他们当年提
拔他们的裴垍，希望吸引的心理十分明显。但根据
现有资料看，元稹并没有得到裴度的帮助，倒是他原
来的御史台上司、时任宰相的李夷简出手相援，元稹
才得以量移虢州长史。元稹是否会因此事对裴度心
存芥蒂？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至于裴度如何
未对元稹予以帮助，理由可能有：以当时裴度的地
位，向他求援的一定不少，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愿
望；也可能是在裴度的眼里，二人的交情并不算深；

或许是，元稹虽然在文坛上居于盟主地位，但其文学
观念与白居易的诗一样同属于“下偶俗好”，不被提
倡“雅正”文学观的裴度认可。更有可能的是，裴度
出身“河东裴”这样的高门大姓，未必能看得起元稹
这样的寒门士人。

但量移后，元稹的仕途出人意料的顺利起来。

元和十四年（８１９年）冬，元稹返回朝廷，迁膳部员外
郎。元和十五年（８２０年）２月，迁祠部员外、试知制
诰。５月迁祠部郎中、知制诰，赐绯鱼袋。长庆元年
（８２１年）２月，更是“一日之中，三家新命”：迁中书舍
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长庆二年（８２２年）２月，

同平章事（拜相）。不到两年时间，元稹从一个七品
小官实现了文人梦寐以求的宰相梦，连元稹自己在
给穆宗的上书中也认为是“不顾班资，近日宠荣，无
臣此例。”［３］４０５考察其升迁原因，主要包括：一是有时
任宰相的段文昌等提拔推荐；二是按照史书上所谓
的结交宦官，侥幸得位。（关于元稹结交宦官侥幸得
位的事，笔者认同周相录的观点，认为此事可以存
疑。见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三是个人才华为穆宗欣赏，政治观点也
与穆宗有一致之处。但其升迁途径既非正常，也就
颇遭非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有关于
元稹超常升迁人望不伏的记载。如其任祠部郎中，

知制诰时“然其进非公议，为士类訾薄。”［４］５２２８及入
相，更是“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２］４３３４揣摩此

时裴度的心理，可以想见，作为一个靠个人实力登上
高位的政治家，也未必肯将一个“无大功可据，立朝
又不久的小臣”放在眼里［１］２９２。

长庆元年朝廷里发生的科举考试案，也有可能

造成裴度与元稹的个人矛盾。此次考试由礼部侍郎
钱徽主持，其所录取的进士，大多是官宦子弟，其中

就有裴度的儿子。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向穆

宗提出选士不公，穆宗征求元稹的意见，元稹站在了

段、李二人的立场上。后来皇帝命人复试，裴度之子

落选，对元勋裴度很没面子，所以裴度很有可能在这

个问题上对元稹产生看法。

从元稹这方面说，无论从威望还是实力，当然没

资格也不敢公开与裴度抗衡。但按照其自身性格和

返朝后春风得意的心理，开始不把裴度放在眼里是

情理之中的事。按照《旧唐书》说，元稹有着“性锋

锐，见事风生”的锐利性格，这种性格在元和初期任

左拾遗和监察御史时就有所表现［２］４３２７。这样的性

格，从好的方面看是刚直不阿，敢于碰硬，其另一面

则是过于锋芒毕露，给人急于进取，沽名钓誉之嫌。

所以，撇开元稹对裴度未能吸引的旧怨不谈，由于翰

林承旨学士在中唐的入相的几率极高，任翰林承旨

学士后，抱着急于进取心理的元稹将有望再度入相

的裴度看成竞争对手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史书上

说“稹无怨于裴度，但以度先达重望，恐其复有功大

用，妨己进取，故度所奏画军事，多与弘简（宦官名）

沮坏之”，裴度和元稹的关系就此紧张并开始公

开化［２］４４２３。

二、裴度、元稹长庆时期矛盾主要焦点

元稹和裴度关系恶化，除了个人恩怨外，主要还

是政治见解等的不同。其中，对待翰林学士政治力

量的态度，对待朝廷削藩问题上的不同主张是二人

矛盾的焦点，这两个问题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

（一）裴度和元稹分别与翰林学士的关系
有研究者指出，“中唐以后中央核心决策集团在

宰相系统之外又形成了两个系统———即宦官系统
（其首脑为神策中尉和枢密使）和翰林学士系统。”［５］

中唐以后翰林学士的出现，既是为了适应唐代后期

社会经济越来越复杂的形势的需要，也是皇帝为了

加强个人权利而设置的专门为自己起草诏书的机构

以分割相权所致。德宗、顺宗、宪宗以来，翰林学士

在中唐的政治中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

不能像宰相那样直接拥有对朝政的决策权，但却因

为靠近最高权力中心皇帝，对朝廷的各项大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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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一定的影响。德宗时期，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私

人秘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翰林学士陆贽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为德宗出谋划策，因而有“内相”

之称。顺宗时期，在顺宗中风没有执政能力、宦官内

部发生分歧的情况下，翰林学士郑絪不请自书“立嫡

以长”，主张立广陵王（即后来的唐宪宗）为太子，对

稳定朝廷政治发挥了很大作用。宪宗时期，翰林学

士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不少人出翰林学士院之后，先

后荣升宰相。因此，中唐翰林学士已经成为一股不

可忽视的、有时堪与宰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裴度与元稹矛盾公开化的导火索是长庆元年的

削藩。长庆元年７月，幽州军人朱克融背叛朝廷，囚

禁了朝廷派来的节度使张弘靖。半个月后，镇州武

将王庭凑杀害忠于朝廷的镇州节度使田弘正，自称

留后，背叛朝廷。８月，朝廷派裴度、田布等数路大军

共计１５万兵力讨伐，不但未能剪除元凶，叛军反而把

牛元翼带领的官军围困在深州。裴度把官军失利的

主要原因归结为翰林学士与宦官的从中干扰上，于

是向穆宗三上章，“论翰林学士元稹与中官知枢密魏

弘简交通，倾乱朝廷。”［２］４９２至此，裴度与元稹的矛盾

公开化。穆宗不愿得罪拥有兵权的大臣，为了顾大

局，不得已罢元稹的翰林学士，出为工部侍郎。

裴度对元稹的指责是否客观公正呢？这是个史

学家和文学家聚讼不已的话题。正史一般强调错误

在元稹一边。如《旧唐书》中说：“时翰林学士元稹，

交结内官，求为宰相，与知枢密魏弘简为刎颈之交。

稹虽与裴度无憾，然颇忌前达加于己上。度方用兵

山东，每处置军事，有所奏论，多为稹辈所持。天下

皆言稹恃宠荧惑上听。”《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也多

取了类似的观点。但据笔者研究，元稹在这场政治

事件中被当成众矢之的，其所扮演即便不是替罪羊

的角色，至少也是有代人受过，且无法辩解之委屈，

因为这里面夹杂着穆宗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各种错综

复杂的矛盾。

考元稹是长庆元年２月进入翰林学士院。此一

期间固然深得穆宗信任，以致“每事咨访焉”，但对削

藩这样的军国大事，元稹是没有胆量横加阻挠的。

裴度他没有看到，朝廷战争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官军缺乏战斗力，几路大军各自为政，缺乏统一

的指挥，给养未能跟上等都是重要原因。而将出师

不利的原因单纯归结为元稹等的阻挠，很难说没有
夹杂着个人意气。他上书中指责元稹等“翰苑近臣，

结为朋党”［６］，不仅涉及元稹和宦官，还把矛头指向了

当时也在翰林学士院的李德裕和李绅，打击面也未

免太广，更给人有官报私仇之嫌。二李虽与元稹个

人关系较为密切，除了在长庆元年科考复试中剥了

裴度的面子外，与裴度并没有实质矛盾。但如果按

照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的《旧唐书》中裴度给穆宗的上

书中提到的“翰苑旧臣，结为朋党”，虽然“近”和“旧”

只是一字之差，裴度的矛头则完全可能是指向了元

稹为代表的元和朝和长庆朝翰林学士政治势力。据

考，翰林学士力量在元和后期和长庆时期，在对待藩

镇问题上大多是持妥协态度的。按照毛蕾博士的统

计，元和后期到长庆元年在翰林学士院先后供职且

主张罢兵的有：钱徽、令狐楚、王涯、萧俛、段文昌、杜

元颖、元稹、李绅等，这些人中大部分人在穆宗朝都

先后入相，成为反对朝廷对藩镇用兵的主要力量［７］。

元稹入翰林学士院前后，都与翰林学士政治力量始

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理解只有一点说不

通，即裴度上书时，那就是元稹正在翰林承旨学士任

上，谈不上“旧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对藩镇用

兵的问题上，裴度与翰林学士之间的矛盾并不自元

稹任翰林学士始。裴度对元稹的指责，既包含着个

人情绪，也包含了对整个翰林学士力量的不满。他

给穆宗上疏中第二疏中说“弘简、元稹等实为朋党，

实蔽圣聪，实是奸邪，实作威福，伏望议事定刑，以谢

天下”，其言辞之激烈，对于一个老成持重的大臣而

言，实属反常，说明他非常情绪化。对此，周相录的
评价为：“疏多空言，颇类攻讦，裴毁元如是，兼及二

李，不无可疑”，是有一定道理的［１］２０４。考察一下从元

和后期到长庆期间的翰林学士在朝廷对藩镇用兵问

题上的态度，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长庆时期裴

度对元稹的猛烈诋毁，实则是元和时期裴度与翰林

学士之间旧怨的延续。因为在元和时期，翰林学士

成员总体上在对待藩镇的问题上是持“姑息”态度

的。当时朝廷在淮西用兵４年，战事并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元和十一年，唐邓节度使高霞寓的军队为吴

元济所败，高霞寓仅以身免，更是震惊朝野：“是日人

情悚骇，宰相奏对，多请罢兵。”［４］４５６如果不是宪宗在

削藩问题上持坚决的态度，朝廷很可能会延续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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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藩镇的姑息态度。为取得削藩胜利，宪宗果断罢

免了反对用兵的宰相李逢吉、韦贯之等，还罢免了主

张休兵的翰林学士钱徽、令狐楚、萧俛、卫次公等。

当时作为削藩的主帅，裴度与翰林学士之间的矛盾

非常激烈。裴度与穆宗朝翰林学士矛盾的激化，某

种程度上是裴度对元和时期翰林学士政治力量不满

的延续。

从元稹这一方面看，不仅他本人身为翰林学士，

其政治道路则始终与翰林学士政治势力有内在联

系。其中，他与段文昌、李绅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段文昌与元稹既有姻亲关系（元稹的发妻韦丛之庶

母段氏对韦丛有养育之恩，段文昌是段氏之娘家

人），在政治上也是互相提携的。据元稹自述“穆宗

初，宰相更用事，丞相段公一日独得对，因请亟用兵

部郎中薛存庆，考功员外郎牛僧孺，予亦在请之中，

上然之。”［３］３６８可见，在元稹升迁的途径中，段文昌是

出了力的。李绅和元稹的私人关系则更为密切，他

们早年共同发起新乐府的创作，均为新乐府运动的

领军式人物，后来又同在翰林院，情同款密。通过上

面分析，我们认为，裴度对元稹的不满，实则是对元

和以来翰林学士院之间的“新仇”与“旧怨”的叠加起

来的一次总爆发。

（二）裴度与元稹对待削藩的不同态度

藩镇割据是中晚唐政治中的一大痼疾。中晚唐

时期藩镇的势力非常嚣张，他们完全不接受朝廷的

管束，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处于独立状态，在权

力交接上，或父死子代，或兄终弟及，俨然国中之国。

藩镇割据的存在直接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完整性，不

予以打击，势必影响中央的威信与尊严，甚至威胁王

朝的存在。

但如何对待藩镇问题，朝廷里一直存在两种不

同的态度。德宗初年，朝廷也曾对藩镇用兵。但由

于藩镇势力过于嚣张，朝廷兵力财力有限，削藩受

挫，德宗晚年不得已对藩镇采取了姑息态度，其结果

只能是养痈遗患。宪宗即位后，在削藩问题上态度

坚决，并在削藩的过程中出雄才大略。但削藩过程

是非常艰难的，连宪宗本人都一直面临着朝廷里各

种势力的压力。元和十年高霞寓带领的官军淮西用

兵时败绩，给削藩带来了很大阻力，主张姑息的大臣

在朝堂上纷纷提出罢兵之说。宪宗力排众议，信任

主张削藩的裴度，罢免了主张罢兵的宰相和翰林学

士，才终于换来了元和十二年的平定淮西的胜利。

纵观中唐历史上，皇帝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

着削藩的格局。例如，唐德宗晚年对藩镇采取姑息

态度，藩镇的势力就比较嚣张，而唐宪宗对待削藩态

度坚决，削藩就取得实质性进展。所以，削藩能否成

功，起重要影响的还是皇帝本人。从这个意义上说，

穆宗可谓是长庆时期妥协派代表。他“在藩邸时，习

见用兵之弊，以为戎臣武卒，法当姑息。”［２］１３６０对此，

《资治通鉴》也说“初，上在东宫，闻天下厌苦宪宗用

兵，故即位，务优假将卒以求姑息。”［８］正是唐穆宗的

这种认识，导致了长庆朝廷对藩镇姑息态度的滋长，

也导致了元和时反对削藩、主张罢兵的势力卷土重

来。如元和时期任翰林学士的萧俛、令狐楚、段文

昌、杜元颖等在穆宗朝都曾位居宰相，他们在削藩问

题上依然保持了原来的态度。杜元颖、崔植、萧俛、

段文昌等辈，大多平庸无能，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缺

乏远见卓识。如萧俛、段文昌劝说穆宗“消兵”，“上

之初即位也，两河略定，萧俛、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

平，渐宜消兵”，意在迎合穆宗皇帝的心理。而杜元

颖、崔植等又不知兵，在处理朱克融的问题上，不接

受有经验的幽州节度使刘总的意见，不对朱克融采

取安抚手段，而把不懂当地民情的张弘靖派到幽、

蓟，触犯了军士的情绪，使朱克融从长安逃回幽州

后，纠集当地军人背叛朝廷。王庭凑也趁机杀田弘

正自代。朱克融、王庭凑叛乱后，经过消兵的官军战

斗力大大下降，朝廷“诏征诸道兵讨之，诸道兵既少，

皆临时招募，乌合之众。”［８］７８０８朝廷集１５万兵力，又

有裴度、乌重胤、李光颜这样的名臣宿将，用了近两

年时间，却对付不了仅万余人的叛军，最后迫不得已

昭雪朱克融、王庭凑，并赐以节钺，致使朝廷失去了

刚刚归附朝廷的河朔方镇，失去了举数年之功换来

的削藩成果。其中杜元颖对待藩镇的态度最能说明

妥协派对藩镇的姑息态度。如果说在杜元颖主张对

待河朔采取安抚手段还可以理解为权宜之计，那么

在徐州、汴州背叛朝廷问题上，杜元颖在一些根本原

则问题一再让步，最能说明他在藩镇问题上的苟且

心理。所以，连一向对藩镇倾向于姑息态度的李逢

吉也看出了杜元颖主张的按河北旧例，授徐州、汴州

叛将以节钺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李逢吉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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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之事，盖非获已。今若并汴州弃之，则是江、淮以
南皆非国家有也。’”但“杜元颖、张叔平争之曰：‘奈

何惜数尺之节，不爱一方百姓乎！’”［８］７８１９杜元颖以百

姓疾苦为借口，姑息叛军，实则是置朝廷大局于不

顾。由此可见，妥协派在长庆朝廷里势力是何等猖

獗。而裴度主张对藩镇用兵，遭到了来自宰相杜元

颖为代表的群体妥协势力的反对。相比之下，元稹

反对对藩镇用兵的态度根本算不上是最坚决的。况

且，从元稹一贯态度上看，很难说他就是反对削藩

的。最起码，他与杜元颖对藩镇的态度性质上有很

大不同。关于他在翰林学士期间阻挠裴度对河北用

兵之事，也许并不完全像正史中所说的那样，完全是

想阻止裴度因战事成功而入相，更有可能是在衡量

了朝廷的实力后，认为朝廷在用兵上困难较多，才主

张昭雪王庭凑合朱克融的。因为“国家自宪宗诛除

群盗，帑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

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

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２］３８８６后来事态的发

展也证明了元稹的预料：朝廷用兵不但没有起到打

击叛军的目的，反而陷入战争的泥潭。最后没办法

只得昭雪叛军，使得朝廷既消耗了财力人力，又大大

丢了面子。

在用兵的策略和方式上，元稹与裴度也存在着

分歧。作为国家宿将和功臣，裴度希望以实力来解

决问题，给叛军以沉重打击，这原是没错的。问题出

在他对这次平叛成功的高度自信上。在给穆宗的上

书中，认为“河朔患小，禁闱患大。小者，臣等与诸戎

臣必能剪灭；大者，非陛下制断，非陛下觉悟，无计驱

除。”［２］４４２２但此一时彼一时也，裴度显然过高估计了

穆宗的决断力和朝廷的实力，对战事的发展也做了

错误的判断。当然，与裴度这样干练的政治家相比，

元稹的用兵策略显然带有书生意气。他受到穆宗非

次擢拔，也受到朝野的轻笑，“思立奇节报天子以厌

人心”［４］５２２８，说白了，是想来以此堵堵大家的嘴，他用

于方的计谋，买通兵部吏部，弄出了一些伪告身，想

以此离间河北几个藩镇，从而以“智”取胜。本来，在

战争中，想取得胜利，除了直接用兵之外，还有伐谋、

伐交之说。作为当时的宰相，元稹的主观动机是好

的，但伪造公文之举，又显示出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

段的一面。这一轻率的举动，终于成为李逢吉及其

党羽攻击他的口实。

元稹与裴度在对藩镇用兵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很难说谁对谁错。战争是把双刃剑，可以打击敌人，

也会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选择最佳时机，采用最

佳策略，是取胜的法宝。史书过分强调元稹为了个

人利益阻止裴度用兵，不够客观。而裴度本人也在

此问题上大肆攻击元稹，也决非冷静。

（三）皇帝对相权的侵夺造成的政治家与文士之

间的矛盾

元稹的升迁过程反映了皇帝侵夺相权，由此造

成的翰林学士与宰相之间关系的紧张是实际情况。

中唐翰林学士的出现，本就是皇帝分割相权以扩大

个人权利的行为。按照惯例，新宰相任命须由前任

宰相推荐提名。但穆宗往往破坏这种用人机制，火

速提拔“人才”。他看重的人，甚至有在一年内从一

个普通的从七品官荣升为宰相的，如杜元颖“自穆宗

登极，自补阙至侍郎，不周岁居辅相之地。辞臣速

达，未有如元颖之比也。”［２］４２６４。穆宗提拔元稹为宰

相也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其他如萧俛、杜元颖、段

文昌等差不多都是如此。总的看来，长庆期间的宰

相任命，有很大随意性，任期也非常短，有的在任只

不过几个月时间。（只有李逢吉一人任期稍长，此人

还是心计阴险的老政客，在位期间不断玩弄权术，排

挤打压异己。）裴度、元稹的交恶以致矛盾激化，反映

了穆宗的政治素质幼稚，反映了他喜欢加强自己权

利的行为（这也成为长庆政坛的高度不稳定状态的

重要原因）。由于翰林学士多由“一代文彦”担任，穆

宗本人又好文，不但任用元稹做翰林学士，对他也格

外信任：“上怜之，三召与语。语及兵赋洎西北边，因

命经纪之。是后书奏及进见，皆天下事。外间不知，

多臆度。”［３］３６８相反，一些富有执政经验老成持重的

大臣如裴度等则被排挤出朝廷。穆宗这样的行为很

容易在资深政治家和文士之间的引起矛盾。裴度与

元稹的矛盾也是由穆宗用人不当造成的。裴度出将

入相，完全凭借个人实力。元稹的仕途与他的文学

才能是联系在一起，是皇帝个人偏好所致。（但皇帝

的偏好并不能提高元稹这样的文士的政治素质。）像

裴度这样靠个人能力取得政治地位元勋看不起靠舞

弄文墨起家的政治暴发户，自然是情理之中的。裴

度与元稹的矛盾也反映了中唐时期以裴度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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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实际政治经验、政治手腕和谋略的务实派与缺少
实际政治经验的政治理想主义的士林之间的矛盾。

三、裴、元交恶与长庆政坛和文坛

史学研究一般认为，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是唐
王朝江河日下的政治转折点，也是中唐和晚唐政治
和文学的分水岭。实际上，从某些角度看，唐穆宗在
位的长庆四年时间，才是唐王朝政治和文学的分水
岭。其中，裴度与元稹交恶就传达出一个明显的政
治信号———唐王朝中兴之梦的幻灭。穆宗即位后在
用人、用兵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显示了他并未能将
宪宗辛辛苦苦换来的国家统一维持下去。裴度与元
稹交恶也成为唐代文坛的一个转折点。经历了长庆
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元稹终于被排挤出朝廷，两年之
后，穆宗为宦官杀害，元稹返朝的政治希望幻灭。此
后在越州刺史和浙西观察使任上，与白居易唱和，吟
风嘲月、追逐声色，不再砥砺名节，甚至有了关于他
“渎货”（受贿）的传闻。白居易则有了“且向钱塘湖
上去，冷吟闲醉二三年”的“吏隐”生活［９］。如果说元
白二人的生活还有他们个人命运的偶然性，那么看

看其他文人的经历，就可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必然
的。钱徽在长庆元年的科考案被逐出朝廷，令狐楚
则因为在充当宪宗山陵使时经济问题，一再被贬；李
绅被李逢吉排挤出朝廷，差点丢了性命；而长庆四年
文坛一代巨匠韩愈的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时代的
结束，为元和时期文坛繁花似锦的局面画上了一个
句号。几年之后，当裴度也开始明哲保身，退居东都
洛阳，大兴土木，修建绿野堂，与白居易、刘禹锡等唱
和，说明唐王朝的命运已经是江河日下，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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